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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病证症”辨治思维古今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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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中医文献中“病”“证”“症”语义溯源及“病、证、症”辨治思维的发源与演变探讨中医学“病

证症”辨治思维，“病证症”辨治思维是对“病”“证”“症”三者的有机结合，萌芽于《黄帝内经》时期，成形于东汉

《伤寒杂病论》，后世不断发展；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其现代内涵有了维度上的突破。探讨“病证症”辨治思维，

既是对传统文化和中医原创思维的回归，也是对近现代中西医学研究成果的吸收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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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We explored the thinking of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of "disease, syndrome and symptom" 

from semantic tracing of "disease" "syndrome" "symptom" in TCM literature, its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thinking, the thinking was the organism combination of "disease" "syndrome" and "symptom", it was originated in 

the period of Huangdi Neijing (Huang di's Canon of Medicine), took shape in Shanghan Zabinglun (Treatise on Cold 
Damage and Miscellaneous Diseases), and continued to develop in the later generations; its modern connotation has 

a dimensional breakthrough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spread of Western learning to the East. The discussion on 

the thinking is not only the callback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original thinking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ut 

also an absorption and the reference of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modern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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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证论治”被认为是中医学有别于西医学的

特色之一，被教材确立为“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

基本原则”［1］。经过六十余年的中医现代化研究

进程与无数次的探索，中医界渐渐认识到，辨证论

治并不足以完整概括中医诊疗的指导思想，也不

能完全满足现代中医临床、教学和科研的需

要［2-4］。出于中医学理论和临床的发展需要，主张

从“病、证、症”结合角度进行辨治的呼声渐起，以

“病、证、症”辨治思维为主导的医疗实践也越来越

多［5-8］。“病”“证”“症”三者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

立。其中，对“证”的辨识与论治被广泛讨论及认

可，而对“病”和“症”的考量往往被忽略［9-12］。

名正则言顺，系统探讨“病、证、症”辨治思维

模式之前，需要先厘清“病”“证”“症”的具体含义。

考察史料可知，“病”“证”“症”作为中医认知疾病

的重要概念，并非同时出现，而是相继在中医学文

献中被广泛应用，其语义也有所变化，“病证症”辨

治思维随时代发展逐渐完善。现就古今中医文献

中“病”“证”“症”的语义变化进行梳理，对中医文

献中蕴含的“病证症”辨治思维进行归纳，以期为

中医学者提供参考。

1 中医文献中“病”“证”“症”语义溯源 

1.1　病　战国时期开始表示疾病义，后世稳定延

续。在战国时期以前，疾病之义只用“疾”，而“病”

表示危重之义。战国时期，由于“病”与“疾”大量

连用，词义渗透，使“病”单用也具备了指“人在身

体和精神方面的困苦”之义［13］。如《素问·腹中论

篇》载：“黄帝问曰：有病心腹满，旦食则暮不能食，

此为何病？”此后“病”字的疾病义稳定延续，如西

汉《史记·留侯世家》载：“张良多病，未曾特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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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蒋士铨《鸣机夜课图记》载：“铨每病，母即抱

铨行一室中，未尝寝。”

对于疾病的分类则与对疾病的认识程度密切

相关，古代中医学记载的疾病可大致分为两类，一

是症状性病名，占中医常见病名过半数，如眩晕、

腹痛、咳嗽等；二是疾病性病名，每一种疾病往往

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与发展变化规律，如消渴、肺

痨、关格等［14］。西医学传入后，中西医学碰撞、融

合，中医学吸收了西医学对疾病的认识、分类及命

名。当前院校中医临床、教学、科研均在中西医两

种并行知识体系下，采用中西医双重疾病诊断［15］。

1.2　证　初为症状义，东汉时始兼具症状与病机

双重含义，新中国成立后被约定为阶段性病理本

质的概括。“证”为“證”的简化字。《黄帝内经》（以

下简称《内经》）仅一处用到“证”字，即“气有高下，

病有远近，证有中外，治有轻重，适其至所为故

也。”结合《难经》中对内外证的描述“假令得肝脉，

其外证清洁，面青善怒，其内证脐左有动气，按之

牢若痛”，可知最初的中医文献中，“证”实为症状之

义［16］。

到了《伤寒杂病论》（以下简称《伤寒论》）中，

对“证”有着较为详尽的论述。一是“但见一证便

是，不必悉具”“观其脉证，知犯何逆”的“症状、征

象”；二是“外证未除”“太阳病六七日，表证仍在”

中的病机之“证”；至于“柴胡证”“桂枝证”的“证”，

既表示有规律的症状组合，还间接反映内在病

机［17］。在《伤寒杂病论》中，“证”字从单一的疾病

表象义（症状），演变出了疾病本质义（病机）［18］。

从此，“证”具备了疾病的表象及本质的双重含义，

结合具体语境可以清晰辨识出“证”的具体含义。

之后，任应秋、秦伯未等著名中医学家提倡将

“辨证论治”作为中医学区别于西医学的主要学术

特点进行宣传［19-20］。而后关于“证”的定义，学术

界仍存在较多争议和讨论，主要分为以下三类：1）

症状总和或辨证的各种证据；2）在中医理论指导

下的病机或病理概括；3）内在病机与辨证信息的

综合［21］。19 世纪 80年代《中医学基础》教材将

“证”定义为：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

病理概括，它包含了该阶段的病因、病位、病变性

质以及邪正双方力量对比等各方面情况［22］。此后

中医教材基本仿此，把“证”解释为疾病的阶段性

病理本质概括。在中医学中，“证”作为中医理论

指导下思辨的结果，与其原本义割裂，成为在临床

症状体征之上的抽象概念［23］。

1.3　症　清代开始广泛应用，曾为“證”的音近通

假字，新中国成立后独立成规范字，表示症状义。

据学者考证，“症”首见于宋代文献，在中医文献中

广泛出现是清代乾隆时期［23］。如1756年出版的

《方症会要》，全书在应当用“證”的地方全部代之

以“症”。1915年出版的《中华大字典》对“症”的

解释只有3个字：俗證字。1926年谢观编撰的《中

国医学大辞典》中无“症”字条，1998年张桁编撰

的《通假字大字典》中有“證”通“症”，属音近通假。

可知在中医学古代文献中，“症”并非规范字，而是

“证”的通假字，语义相通，需结合语境辨识其语

义。如清代《本草求真》载“或因火因风因寒因温

因虚劳因食积，宜分症论治。”此处“症”为病机义。

清代《伤寒论翼》载：“仲景之方，因症而设，非因经

而设，见此症便用此方。”此处“症”当为症状义［22］。

近代以来，西方医学进入中国后，“症状”被广

泛应用于描述疾病的表现。同时，随着新中国成

立后“证”字被约定为疾病的病机概括，“症”字则

承袭了其原本的疾病表象之义。1964年国家颁

布的汉字《简化字总表》中，“症”变为与“证”并存

的独立规范字，作“症状”解，并作为专业术语在中

医学中广泛应用。现行中医学教材中，“症”是诊

病、辨证的依据，包括患者的异常感觉和体征，气

候条件、地理环境，以及理化检查等客观因素也纳

入“症”的范畴［24］。

2 “病、证、症”辨治思维的发源与演变 

在本节论述中，“病”“证”“症”的内涵与现行

中医学教材一致［24］，并力图阐明“病证症”辨治思

维是对疾病的“病”“证”“症”三个诊治维度的有机

结合，涵盖了三者既相互关联又相互独立的特性。

一方面，辨病有助于更好地辨证，辨症的背后是对

辨证的简化及精准把握，三者相互关联，这本质上

仍是以“辨证施治”为核心［25-26］。另一方面，病有

病机，证有证机，症有症机，可以单独以“辨病”或

“辨证”或“辨症”为主，亦可以两两搭配，涵盖了对

疾病不同维度的认识和治疗，三者相对独立，这与

历史条件、医疗环境、疾病种类、病情轻重缓急、医

家观点等有关［10，12，27-28］。现通过对中医古籍及现代

文献整理，以说明“病、证、症”辨治思维一直贯穿中

医学发展历史，并随着医学知识的深入而丰富。

2.1　源于《内经》，以辨病为主　《内经》中多次强

调了明确疾病诊断的重要性，如《素问·疏五过论

篇》载：“诊之而疑，不知病名……医工诊而不知，

亦治之一过也。”书中载有热论、咳论、痿论、痹论

等以病名为题的专篇，详述其病因、病机、症状及

治疗。《内经》中还记载了鸡矢醴治疗鼓胀、半夏秫

米汤治疗失眠、生铁落饮治疗狂证，“有是病，用是

方”，体现了较完备的辨病施治思想［27］。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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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也

显示中医临床最初是方病对应，以辨病为主。

《内经》中虽无“辨证”名称，但从辨病出发，体

现了辨病因、辨病机、三因制宜等的辨证之实。此

外，《内经》构建的阴阳五行学说、气化论、藏象学

说构成了中医辨证的依据，其主张的“司外揣内”

“见微知著”“以常衡变”等哲学思想是中医辨证的

基本原理［24］。

症状是古人认识疾病最主要的途径，《内经》

中以“病形”“病状”“病候”等词表示症状，共记载

病名100余种，大部分以症状命名，如咳、热、腰

痛、痿、痹等，实为寓辨症于辨病中［10］。《素问·标本

病传论篇》载“先热而后生中满者治其标……先病

而后中满者治其标……小大不利治其标”，俗称为

“急则治其标”，体现的是辨症思维［29］。

《内经》中称腹泻为“泄”，既有区分飧泄、濡

泄、洞泄、溏泄的辨病思维，也有“长夏善病洞泄”

“太阴在泉……发为濡泄”“阳明在泉……下为鹜

溏”的辨证思维，还有“先泄而后生他病者治其本，

必且调之，乃治其他病”的辨症思维［29］。此例体现

了“病、证、症”有机结合论治的一面。

总体而言，《内经》是一本综合性医书，从其零

星、分散的诊治方面记载可以发现，《内经》时期，

“病证症”辨治思维已经萌芽。其中中药应用上升

到理论阶段后，最初遵循的主要是“辨病论治”的

医学模式。

2.2　成形于《伤寒论》，以“病”为纲，以“证”为目，

随症变化　《伤寒论》的行文体例，以“辨某某病脉

证并治”为篇名，“某某病”在先，以方类证，以“证”

立目，部分条文载有兼症、次症、变症的随症加减，

体现了以“病”为纲，以“证”为目，随症变化的完备

的“病、证、症”三维辨治思维［25-26，30］。

《伤寒论》在继承《内经》“同病异治”的基础

上，以方类证发展了“异病同治”，并确立了“辨证”

在中医学的核心地位，强调临证“观其脉证，知犯

何逆，随证治之”。如桂枝汤并非只用于太阳中风

证，也可用来治疗“营卫不和”导致的一系列病症，

其关键在于病机之证的异同，证同则同治，证异则

异治。

此外，仲景不仅重视辨证，也发展了辨病论

治，如提出“阳微阴弦”为胸痹心痛的核心病机，以

化痰通阳为基础治法［31］；以旋覆花汤治肝着，以百

合地黄汤治百合病等，皆为此类。而辨症论治一

方面体现在条文后的随症加减，另一方面体现在

把握疾病的标本缓急方面，如“伤寒，医下之，续得

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者，急当救里；后身疼痛

者，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皆为此类。至此，“病

证症”辨治思维的各个层次已较为清晰，其基本结

构已成形。

2.3　后世不断发展，“病”“证”“症”各维度均有丰

富　如前所述，“病”“证”“症”三者既有相互联系、

彼此促进的一面，又相对独立。对“证”的辨识与

论治较被广泛讨论及认可，而对“病”和“症”的考

量往往被忽略。为叙事简便，现从病、证、症三个

维度的发展进行归纳，以说明“病、证、症”辨治思

维贯穿于历代中医的理论与实践中。

古代医家对辨病论治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1）对疾病的分门别类，如隋代《诸病源

候论》按病因证候分为67门类，共1739个病候，是

我国现存最早的病源证候学专著之一。且历代医

家撰写临床著作，多以疾病为纲，如明代《普济

方》、清代《医宗金鉴》等；2）重视对专科疾病的研

究与追根溯源，如金元时期《三消论》，明代《瘟疫

论》、清代《痢疾论》等［32］；3）创制专病专方，如《外

台秘要》疗诸疟方、新久咳方等。治疗急性疫病，

多采用“专病专方”，如李杲创制治疗“大头瘟”的

普济消毒饮，吴有性创制达原饮治疗疫病邪伏

膜原［33］。

随着宋代理学的盛行，“格物致知”理念运用

于中医学，医家穷理以探讨证候，众医家以研究

《伤寒论》为指归，称仲景为“医门之孔子，亚圣

也”。由此仲景的学术地位得以提高，“辨证论治”

思想逐渐被后人所接受并推广。医家们注重探讨

疾病内在病因病机，百家争鸣，产生了诸多学派，

如金元四大家及其代表的学术流派。在理论和实

践探索中，演化出了八纲、气血津液、脏腑、卫气营

血和三焦等辨证方法，使得辨证论治拥有了更为

丰富的理论和方法支撑，成为这一时期乃至后世

中医辨治模式的主流［34］。

症状是古人能够直接观察到的疾病信息，辨

症施治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中药

学著作中的功效表述，如唐代《新修本草》、明代

《本草纲目》等中药著作都延续了《神农本经》模

式，药物功效多直指症状，例如黄连治痢、麻黄平

喘、猪苓利水等。2）历代医案所体现的灵活性，清

代张山雷《古今医案平议》中载：“医书论证，但纪

其常，而兼证之纷淆，病源之递嬗，则万不能条分

缕析，反致杂乱无章。惟医案则恒随见症为迁移，

活泼无方，具有万变无穷之妙”。此说法既突出了

医案贴近复杂多变的临床实际的特点，又肯定了

其在中医学中辨症施治的价值。3）针对急症的

“急则治标”原则的应用，如三七粉、炭类药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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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通便等。4）历代民间验方、单方等更是辨症

用药的经验积累，如清代赵学敏所撰《串雅》是历

史上第一部有关民间走方医的专著，书中记载了

多种治法及有效方剂。

2.4　现代“病”“证”“症”三者的内涵皆有所突

破　随着西方医学迅速发展，中西医学的碰撞、交

流与互补形成了现代中医学发展的时代特征。吸

收现代医学对疾病的认识，大大突破了古代中医

对疾病的观察、思辨和治疗的维度和范畴，在原有

认识的基础上，对疾病的“病”“证”“症”三个维度

的内在统一性和各自的宏观规律和微观特性都有

了更丰富的认识。

辨病方面的主要变化是现代中医在作出中医

病名诊断的同时，也重视明确疾病的西医诊断，以

更好把握疾病的宏观规律与微观特性［14］。证候研

究是近年来研究最热门的领域，包括针对具体疾

病核心证候及证候规律研发专病专方，进行证候

的本质、证候的客观标准、病证结合的理论与临床

等相关研究［35］。对症治疗的发展，包括以中药药理

研究成果反哺临床，以创新针对指标异常的辨症

用药，扩展治未病的范畴，减少药物的不良反

应等［36］。

在实际医疗实践中，针对不同情况，合理统筹

“病证症”三个维度非常重要。国医大师吕仁和提

出“六对”论治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即“对病论治”

“对病辨证论治”“对病分期辨证论治”“对症论治”

“对症辨证论治”“对症辨病与辨证相结合论

治”［6］。仝小林院士认为过度强调“辨证”，不讲

“辨病”和“辨症”是与临床严重脱节的，认为“辨

病-辨证-辨症”结合的诊疗模式更符合中医现代

临床要求［25］。王琦院士由“专病专方”提出“主病

主方”，同时指出临床上一些疾病的病机与症状群

之间并非一一对应关系，此时，发现其潜在病机，

或探察其新病机，对于临证制方遣药至关重要［37］。

张琼林提出证型既准，舍病从证；证型不明，舍证

从病，拟用专病专方［38］。张伯礼院士认为治疗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等急性疫病时，在辨证基础上采

取群体通治方为主的治疗策略，即可采取专病专

方［33］。魏子孝提出“六步辨证法”，包括病证论、抓

主症、标本论、辨证论、基础方论和加减论。其中

“病证论”包括中医病名与西医病名互补，西医病

名与中医证候互补；抓主症本质是为了抓主证，治

疗主症既是患者最迫切的需求，又符合辨证论治

标本缓急原则，“标本先后”与“抓主症”密不可分；

辨证又可细分为宏观辨证、微观辨证和无证可辨

情况［39］。曹东义生动形象地提出中医病、证、症的

“河舟码头”学说。其主要内涵是：病（河）是一个

过程描述；症（旁流分支）是大河流的分支，具备一

定独立性，也可以组成一个或多个症候群；证（船）

是一个所处某一时间段的动态发展阶段，可以随

波逐流；为解决这些症状提供支持的就是码头（方

药）［40］。综上，在现代中医临床中，“病证症”辨治

思维已被广泛认可及应用，不同医家基于三者相

互联系又彼此相对独立的特性，形成了大体趋同

而略有差别的辨治模式。

3 小结 

本文梳理了“病”“证”“症”语义的演变，描绘

了“病证症”辨治思维的发展轮廓，其萌芽于《黄帝

内经》时期，成形于东汉《伤寒杂病论》，后世不断

发展，内容日益丰富，近现代受西学东渐的影响，

吸收和借鉴了西医学及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内

涵有了维度上的突破。厘清“病”“证”“症”语义的

古今演变，强调“病证症”辨治模式贯穿中医学发

展历史，并非对辨证论治的否定，而是对辨证论治

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是对传统文化和中医原创

思维的回归，亦是对中医前进方向的合理探索。

在中医药现代化进程中，诸多学者将证候作

为辨证论治的研究重点，国家多个科技项目开展

了证的规范化和本质研究，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

但至今尚缺乏能够切实指导临床应用和提高临床

疗效的创新性研究成果，难以满足临床需要［2］。

此时，回归中医学发展历史，立足当代临床需求，

探索新的发展路径是新时代的要求。

在当今的中医临床中，就诊患者可能是因为

某个西医诊断的疾病，也可能是某一个症状或症

状群，或是某个检查结果的异常，“病”“证”“症”从

不同维度对疾病进行解构，三者结合构成了完整

的中医辨治思路。立足于“病证症”辨治思维，针

对不同情况有所发挥，以最大限度改善患者临床

症状，延续其生命，提高其生命质量，这条路径也

被多位中医大家所认可并应用。另一方面，只强

调辨证，不谈辨病及辨症，则无法让普通民众形成

对中医学的客观认知及建立合理期望。因而，倡

导“病证症”辨治思维是符合现代中医学发展需求

的，厘清“病证症”思维的发展演变过程，有助于中

医初学者在众说纷纭中树立相对清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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